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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统一视域下 “二·二八” 事件再思考

张 波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 贵阳 550005）

摘 要： “二·二八”事件是一件发生在台湾历史上两岸同胞都难以忘却的历史悲剧。 还原“二·二八”事件历史

真相，分析其产生原因，进而对其客观、全面的定性是我们纪念这起历史悲剧的客观要求。 从原因分析，国民党

当局专制、腐败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综合学界关于事件的认识，事件是一起发生在特定时期的一场台湾同

胞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的自发性、全民性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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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台湾 “二·二八” 事件爆发七十五周年， “二·二八” 事件是台湾同胞的历史悲剧， 是近
代中国人民遭受历史苦难的缩影。 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台湾省工委在为台湾的民主事业发
展以及祖国的统一大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 “二·二八” 事件中为维护台湾同胞利益， 争取台湾
人民的民主自治中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 真相： “二·二八” 事件爆发始末

1945年 10 月，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光复后的台湾可谓是百废待兴，
台湾同胞更是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 希望在祖国的怀抱里获得民主、 自由的权利。 然而， 国民党当
局却倒行逆施， 政治上专制腐败、 官员骄横跋扈； 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 经济凋敝； 实行的政策不
得民心； 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冲突一触即发。

1947 年 2 月 27 日， 台湾省烟草专卖局警员与私烟摊贩寡妇林江迈发生争执， 警员不顾林妇哀求
将其打伤， 并打死一名围观群众， 最终引发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 次日， 台北市民请愿示威， 要求
严惩凶手， 不幸再次发生多起流血事件， 矛盾进一步演化升级。 3 月 1 日， 台籍市民成立 “缉烟血案
调查委员会” （后改为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并派代表与行政长官陈仪交涉， 提出改革省政的
合理要求， 尽管陈仪同意民意代表的要求， 但是事态却继续恶化， 难以控制。 全台各县市中的市民、
学生以及闲散人员广泛参与其中， 抗争暴动此起彼伏， 台湾当局党政系统遭受重创； 各地出现奸淫抢
掠事件， 许多大陆籍人员惨遭杀害； 街上出现了 “打倒暴政” “打倒独裁” “争取自由” “争取民主” 的标
语。 3 月 7 日， 陈仪将 “二·二八” 事件定性为 “独立叛国运动”， 并向蒋介石请求调兵镇压。 8 日晚，
国民党军队自基隆登陆， 对斗争开始镇压。 “处委会” 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并被迫解散， 其中的一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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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物被秘密处死； 很多参与抗争的人员惨遭捕杀； 一些民间报刊遭受查封。 14 日， “肃奸” 工作开
始， 整个台湾进入 “绥靖” 状态； 20 日， 当局开展 “清乡” 行动， 很多无辜被捕市民惨遭杀害。

二、 历史必然： “二·二八” 事件原因解析

台湾烟草专卖局与摊贩的流血冲突是 “二·二八” 事件产生的直接导火索， 但此事件的产生却是
政治、 经济、 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此问题产生原因， 国民党当局、 中国共产
党以及其他各方观点不一， 学者们的见解也颇有差异。 大体来看， 学者们关于此事件的产生原因与
台湾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暴露出的危机有很大关系， 是长期矛盾与短期矛盾累积的结
果， 主客观原因都存在。 在具体原因分析中， 学者们由于政治立场、 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差异， 也
各有倾向。 矛盾具有特殊性， 要求我们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通过还原真正的历史， 可得知其中
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专制和严重腐败问题。

（一） 国民党陈仪政府实施政策不当是其重要原因
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殖民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 日据时期， 台

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从未间断， 即使数次武装起义被残酷镇压， 但台湾同胞渴望回归祖国
的坚强意志与抗争的决心却不曾动摇。 “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 “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 ［1］。 台
湾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1945 年 10 月 25 日， 国民党当局接受日军投降， 意
味着曾为日本所奴役五十年的台湾同胞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复归祖国。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长官正式
在台北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安藤吉利的投降， 全市三十万人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 三天三夜
都不断， 举行火炬大游行， 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 ［2］137-138 让台湾同胞欢欣鼓舞的不仅是重回
祖国怀抱， 还有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自豪感以及台湾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然而， 随着国民党当局丑恶嘴脸的日益显现， 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溢于言表。“自日寇
投降台湾得以恢复后， 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最近热情渐转冷淡， 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
……” ［2］49-50 台湾光复不足三个月， 民众心态竟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政策原
因： 第一， 民众对国民党当局处理日俘日侨政策不满。 按照规定战后的日俘应悉数遣返回国， 但陈
仪政府处理此事时态度暧昧。 陈仪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关于台湾日俘日侨数目问题上出入很大， 关键
在于台湾正式接收时， “许多日军均已化为民籍， 潜伏各地” ［2］283， 陈仪当局不仅未将潜入民间的日俘
日侨们查出并将其遣返回国， 反而任用其在台湾的工程技术部门甚至是行政部门， 安置留用的人数
“全省共有万人以上” ［3］。 陈仪当局留用日俘日侨虽有方便开展工作的理由， 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台湾
民众对日本殖民者深恶痛绝的民族情感。 “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 以至使台湾同胞非常难
堪。” ［2］90 第二， 国民党当局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制度。 台湾光复之后， 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了行政长
官公署制， 这一制度区别于大陆其他省份省政府组织。 与各省政府职权不同的是， 行政长官公署除
地方政务外， 可过问原属中央职权范围的事务； 而且， 行政长官权力集中于一身。 实行此制度， 按
照陈仪的说法确实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接收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碍。 但问题在于， 此项制度可以说
是日据时期总督制的 “复制品”， 仍然具有殖民时期日军的残余影响， 大大刺激了台湾民众心理。 “自
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种特殊的制度以后， 很多敏感的台湾同胞， 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台湾
总督制……” ［4］第三， 用人政策有失公允。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即使台湾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于
内地， 但在台湾行政系统中台籍人士担任级别较高的职位者几乎没有， 台籍公职人员大多数从事一
些较为低级的职位； 二是台籍同胞在同一机关中即使担任一样的工作， 但是在工资待遇方面相差很
多。 “邮电局国内同胞在原薪外每月有六千元台币的津贴， 台湾同胞则一文津贴没有。 一面花天酒地，
一面衣食不济， 因而台湾同胞极仇视这些国内同胞。”［2］139-140 由此可见， 国民党当局的以上政策严重背
离了台湾民众的心理预期。 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五十年的台湾同胞， 对日本人怀着本能的厌恶和痛

张 波： 祖国统一视域下“二·二八”事件再思考

105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23年第 1 期

恨； 长期孤立无援得不到祖国的关心产生无助和落寞感。 这些复杂的情绪没有在国民党当局的政策
中得到应有的抚慰， 反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加大了事件的发酵。

（二） 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日据时期， 由于台湾经济已经纳入了日本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中， 机器设备及部分原料由日本

供应，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台湾的经济相对稳定， “台人都有工可做， 他们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
活” ［2］144。 台湾光复后， 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对台湾进行一些经济援助， 大力发展经济， 反而搜刮民
脂民膏， 使得许多工厂停业倒闭， 大量民众失业。 由于国民党打内战需要军粮， 台湾本身大量物资
被运往大陆， 台湾本身奸商囤积居奇， 致使台湾形成了严重的 “粮荒” “许多人只能食洋芋、 处于半
饥饿状态。 在台北、 基隆， 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报道亦时有耳闻。”［2］107 到了事件后期， 由于粮荒而引
发的冲突已然发展到白热化阶段。 陈仪政府接管台湾时， 实行了维持台币以及台湾金融机构自成体
系的特殊化政策。 但是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却对此表示严重不满，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 借令中央
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方式将台币比价压低， 以谋取私利。 所造成的后果是， 台湾发生了严重的通
货膨胀， “直接造成了台湾经济上的空前恐慌” ［5］。 除此之外， 陈仪政府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 以矿业
为例， 日据时期允许私人开矿， 矿业较为发达； 光复后， 国民党当局成立了调剂委员会， 其以低价
收购并以高价卖出， 以获得中间差价， 受损的最终还是小业主。 台湾民众认为国民政府的剥削不亚
于日军殖民时期， “二·二八” 事件中民众的要求， 比如 “打倒封建官僚资本， 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
等成为了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

（三） 国民党当局专制、 腐败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长官公署制下， 行政长官拥有高于大陆其他省政府主席的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 行政长官

权力高度集中， 具有 “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 的权力。 这就与台湾同胞渴望参与台湾事务的
管理的民主愿望背道而驰。 根据各方面史料显示， 陈仪本人生活清廉， 但是其身边不乏 “巨贪” 人
员， 而且其对台湾腐败现象的严重性缺乏实质性的了解。 据资料记载， 台北县长陆桂详被指控贪污
旧台币 5 亿元， 但在调查过程中， 一场 “怪火” 将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 不见下文……［2］141-143 之后
台湾几起重大贪污案被媒体揭露之后， 民众反响极大， 尽管这些案件 “有凭有据” “为台人愤恨”， 但
是仍然违背民意拒不办理。 在 “二·二八” 事件中 “达到恶劣腐败政治” ［2］229 成为了台湾民众的最强
音。 参与 “二·二八” 事件调查工作的人员坦言： “日人统治台湾时， 其公务员之操守能力及军队之纪
律， 均为台人所称道” “而我来台工作人员， 亦不幸有少数害群之马， 或行为不检， 能力薄弱或贪污
渎职， 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 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2］277-278 由此可知， 国
民党当局的专制、 腐败与无能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

除去以上三个原因外， 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政治立场不同， 持有比较政治化倾向的观点， 比如有
学者认为，“事实上， 中共、 台共不但参与二·二八事件， 而且扮演了领导角色”［6］。 但此观点在当时的
台湾现实历史环境下，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造成事变的主要紧张形势与客观环境与偶然性的共产党
活动没有太多的关系” ［7］。 还有观点认为， 两岸分隔五十余年， 在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有些许差异，
国民党当局对此问题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 致使台籍同胞对大陆存有不满。 还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 认为从台湾同胞的角度讲， 由于被殖民时间过长， 民众在思想上与日本人的想法比较相似， 容
易与外省人产生隔阂； 从国民党当局角度来讲， 国民党对台湾人持有心理上的一定偏见， 原因在于
台湾曾受日本殖民统治， 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 价值观可能会与大陆同胞有些许差
异。 在此种心理定式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显得 “名正言顺”。

三、 客观定性： “二·二八” 事件性质

“二·二八” 事件究竟如何定性， 如何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去认识此事件发生， 并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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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真”，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对此事件准确定性可以拆穿 “台独” 分子利用此事件分裂
祖国的政治阴谋， 同时对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 “二·二八” 事件的定性问题， 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 革命论。 此事件是 “台湾
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 也是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8］。 第二， 自治运动论。 “这次 ‘台湾民
变’ 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后果， 而台湾人民的起义是为了要求人
权的根本自由， 要求政治的民主， 要求台湾的自治， 要求生活的安定， 这些都是正义、 神圣的战
斗。” ［9］第三， 民变论。 有学者认为， “二·二八” 事件是政治歧视、 政治腐败、 文化差距、 社会问题和
经济困难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以族群冲突夹杂官民冲突的形式爆发的民众暴动 ［10］。 其他的观点还有
诸如城市暴动论、 阶级反抗论等等。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以及对事件产生原因的客观分析， 可将 “二·二八” 事件定性为： 发生在特定
历史时期的一场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的自发性、 全民性的爱国、 民主自治运动， 同时
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 之所以说其是 “自发的、 全民的” 原因在于， 从事件
参加者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倾向来讲， 主要包括国民党统治阶级中的民主人士、 原台湾共产党和一些
进步团体的成员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广大的人民群众， 参与事件人数之多、 范围之广难以估量。
第二， 事件是针对与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统治产生的。 从事件中民众提出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来讲，
他们不是要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权， 而是要求政治改革， 治理专制腐败问题， 比如 “处委会” 提出的 32
条处理大纲中， 其中 22 条都是关于政治改革的。 部分地区提出了要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 提出建立人
民政权的要求。 第三， 之所以讲 “爱国、 民主自治”， 原因在于， 从台湾群众提出的口号中得知， 他们
要求 “打倒贪官污吏”“要求地方自治”“反对内战”“要求生活保障”， 其与大陆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 “三
反” 运动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斗争的矛头都是针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 尽管关于 “二·二八” 事件
的定性问题颇有争议， 但是主流看法均将其作为 “民主自治运动”， 民众的诉求主要还是政治改革、 民
主和地方自治。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事件的性质作了误判， 认为一定是共产党煽动， 故将其定性为
“奸党勾结流氓” 的 “聚众暴动”， 并以最为残暴的方式镇压，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 “二·二八” 事件的深远影响

“二·二八” 事件对台湾人民以及之后的历史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研究此事件的学者
们普遍的共识。 有学者指出， “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 对台湾人民的
价值观念、 思想方式、 生活态度， 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具体而言，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有了更为全面、 深刻的认识。 国民党当局腐朽的治理体系， 官僚
化的政治思路， 带有歧视性的政策等等， 都让台湾同胞失望至极。 根据社会期望理论， 如果当民众
的期望不被满足， 他们的不满难以宣泄， 就会对政权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
长期实行高压政策， 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释放， 随着形势的变化， 这种 “情绪” 就会形成强大的政
治压力。 这也就解释了国民党在日后台湾政治地位急转直下不断走向衰败的原因。 同时此次 “事件”
也成为了台湾绿营势力攻击国民党的 “口实”。 “但国民党自兴中会以来在台湾民众中所逐渐树立起的
良好形象， 亦从此破坏无遗。 台湾同胞的心底， 深埋了仇恨的种子， 这是威胁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最
大的内在因素。” ［11］

第二， 从政治层面上讲， 此 “事件” 对台湾政治的发展具有双重性影响。 短期来看， 大批本地
精英惨遭杀害和无情打击， 致使台湾同胞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相当长时间里大家对政治持
有冷漠的态度。 甚至一些受打击的台湾精英开始流亡海外， 走上了 “台独” 之路。 “事件” 后长期实
行的一党专制与戒严政策，“加深了台人的疏离感和分离意识” ［12］。 “事件” 的诉求中追求地方民主、 自
治是其重要内容， 为之后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实现地方的自治主张提供了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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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台湾同胞留下了沉重的心理创伤， 加深了台湾同胞的 “悲情意识”。 被日本帝国主义殖
民五十余年之久的台湾民众， 身心早已布满 “疮痍”，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与腐朽的治理模
式， 致使惨无人道的 “事件” 爆发， 无数民众因之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对台湾同胞造成了难以抚
平的心灵创伤， 台湾同胞对民族观、 国家观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动摇。 有学者认为， 事件 “成为了
在台外省人必须背负的 ‘原罪’。 影响台湾社会甚深的省籍情结在 ‘二·二八’ 的阴影缠绕之下， 几
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13］。 台湾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悲痛逐渐转变为一种深刻的 “悲情意识” 和反抗
意识， 在台湾日后的政治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 为 “台独” 势力提供了 “政治借口” 与理论依据。 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台独”
势力开始以其特定的政治立场来认识 “二·二八” 事件， 并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官民冲突， 扭曲事件
的本质属性， 片面的将其作为外省人残杀本省人的恶性事件， 将国民党当局视为 “屠夫”， 并将此
事件视为台湾同胞争取民主独立的事件， 为台独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二·二八” 事件显然与 “台独”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正如有学者指出， “为了方便 “台独” 诉求， 硬生生地将并无独立诉求的二·二
八事件及其带来的民怨， 和 “台独” 主张联结在一起。 这是一种不符合史实的后设性解释， 曲解了
历史真相” ［1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党矢志不渝的历
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15］58 我们不断认识
“二·二八” 事件意义在于， 总结历史经验， 吸取历史教训， 坚决避免类似历史悲剧的再现， 让它成
为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发展和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重要标识器。 祖国统一是历史所向、 民心所向、 大
势所趋，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 两岸应当携起手来，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伟业努力奋斗。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
够实现！” ［15］59

［参考文献］
［1］王小波.台湾抗日文献选编［M］.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171.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3］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 2 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31.
［4］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M］.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8.
［5］陈鸣钟，陈兴唐.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M］.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346.
［6］马起华.二·二八研究［M］.台北：“中华民国”公共秩序研究会，1987：143.
［7］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件［M］.罗珞珈，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230.
［8］王思翔.台湾二月革命记［M］.上海：山海书屋，1950：9-19.
［9］林木顺.台湾二月革命［M］.香港：新民出版社，1948：6.
［10］陈仪深.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原因［G］//陈琰玉，等.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

1992：20-30.
［11］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M］.台北：大泰出版社，1994：39.
［12］张旭成.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M］//陈芳明.二·二八学术论文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124-126.
［13］洪温临 .档案挖掘与真相探索———近年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的征集与分析（1991—2001）［J］.“国史馆”馆刊，2001

（30）：89.
［14］戴国辉.台湾史探微———现实与史实的相互往还［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2：148.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史 海）

台湾革命史研究

108


